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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撂荒的治理策略：一个“市场−组织−
政府”的分析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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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构建“市场−组织−政府”的分析线索，并利用广东省阳山县 2017−2019
年的农户非平衡面板数据对农地撂荒治理策略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由市场导

向的农地流转，并不能有效降低农地撂荒的发生率，而农业的外包服务则能够显著降低农

地撂荒发生的可能性；（2）由政府支持的对灌溉设施的投资，能够强化农地流转市场对农地

撂荒的治理效应，即实施灌溉设施投资的村庄相对于不实施灌溉设施投资的村庄，农地转

出对于农地撂荒能够起到更好的缓解作用；（3）灌溉设施的改善以及农业经营的组织化都

能够诱导农业服务外包市场的发育，提高农户购买外包服务的概率，其中，农业经营的组织

化所起到的作用尤为重要。由此对政府、组织和市场在撂荒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进行讨论，

认为政府并不必然需要直接参与资源的调控和分配，关键在于做好市场的基础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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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依旧约有 8.28亿人遭受饥饿[1]。然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

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农地撂荒现象[2]，对耕地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中国同样存在严重

的农地撂荒问题，且具有加剧的趋势。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数据显示，2013−2021年，中

国的农地撂荒发生率从 9.8% 上升至 11.8%。遥感数据显示，部分地区农地撂荒率甚至已经接近

20%[3]。更值得注意的是，农地撂荒已经从山区丘陵地带向粮食主产区蔓延[4]。如何治理农地撂荒，

提高农地的利用程度，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2021年 1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部门要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遏制农地撂荒，把农地资源用足用好。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严格落实农地保护

制度，因地制宜推进撂荒地利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健全保障耕地用于种植基本农作物管理体系”。

价格理论认为，自发的市场秩序可以诱导要素从相对充裕的地方向相对稀缺的地方流动，实现

帕累托改进，是优化要素配置最有效的方式。农地撂荒是农户内部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比例失衡引发

的结果。部分研究从农户劳动力短缺以及与之对应的农地相对过剩的角度出发，认为通过农地流转

市场将闲置的农地流转给更具有生产效率的农户，是治理农地撂荒的有效手段。因此，鼓励农地流

转市场的发育成为学界普遍提倡的治理农地撂荒的策略选择[5‐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农地流转市

场并非一般的要素市场。一方面，在非完全弃耕的情况下，农地供需双方往往存在内生的矛盾性，对

于供给方而言，将质量差的农地流转出去是其基本倾向，而需求方则天然地希望转入质量好的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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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导致农地流转面临高昂的议价费用，在推高租金价格的同时依旧无法解决农地撂荒的问题；另

一方面，在完全撂荒的情况下，由于农地的非同质性、不可移动性以及农村人情社会所衍生的交易对

象依赖性，都可能导致农地流转市场失灵，从而抑制市场的有效发育并坍塌为熟人间的关系交易。

仇童伟的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市场反而可能加剧农地撂荒的发生，因此治理市场失灵是实现通过农

地流转市场治理农地撂荒的关键[7]。

部分文献则从劳动力不足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小农经营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市

场，通过社会化分工的方式能够提高农业的经营效率[8]。Ma等发现，采用农业机械的程度越高，农户

发生农地撂荒的可能性越低[9]。陈景帅等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发现，农业生产性服

务能够缓解劳动力约束和弱化农地资源限制，对于农地撂荒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10]。值得注意的是，

卢华等基于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的研究发现，虽然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抑制农地撂荒，但是这

种效应在粮食主产区和中部地区较为明显[11]。这意味着，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的作用会因外在条件

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罗必良基于“斯密−杨格定理”，阐明了农业分工深化对市场容量的依赖性，并

强调了连片种植所隐含的重要性[12]。洪炜杰通过构建演绎博弈模型进一步论证了潜在市场容量是服

务外包市场发育的关键变量[13]。事实上，农地撂荒更多的是发生在山区丘陵地带等农业经营规模相

对较小的地方[14]，且农地撂荒意味着农业经营规模的持续萎缩。这意味，试图通过市场自发而形成农

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而治理农地撂荒的目的是难以达到的。实现农业经营的组织化，拓展市场容量，

是发挥服务市场撂荒治理效应的关键。

可以认为，单一地依赖于农地流转的市场发育，难以有效治理农地撂荒。而农业机械投资对于

经营规模的要求，决定了通过社会化服务所形成的迂回投资更符合小农经营的实际，但却会面临如

何实现农业经营组织化的难题。因此，如何修正农地流转市场失灵并有效诱导组织化种植以拓展农

业外包服务的市场容量，是撂荒治理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构建“市场−组织−政

府”的分析框架，从三个层次讨论农地撂荒的治理策略，进而利用山区丘陵地带的农户样本进行实证

研究，并由此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一、理论框架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户籍制度的松绑，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非农转移是近 40年来农村最突

出的现象，并对农业生产经营产生深刻且持续的影响。一方面是数量效应，劳动力非农转移使得农

业生产面临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15]，中国农业生产已经从劳动力过度投入所引发的“内卷化”转变

为农业劳动力不足所形成的刚性约束；另一方面是质量效应，由于大部分非农务工以青壮年为主[16]，

中国农业劳动力已经形成“老龄化”“妇女化”的经营格局[17]。不仅如此，在农村劳动力的代际转换过

程中，新一代农村劳动力既没有务农的能力，也不具有务农的意愿[18]。因此，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经

营模式必将面临极大的挑战。其中，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与质量的下降致使可耕农地上劳动投入

迅速减少，并由此产生农地撂荒问题。

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认为，实际工资的提高将会诱导组织变迁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或者诱导技

术进步以节省劳动力。依照该理论思路，治理农地撂荒也存在两种可能性策略。第一种是通过农地

集中流转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获得经济性而降低务农成本。第二种则是通过引进农业机械的方式，提

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12,19]。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将因为农业生产的

特殊性而面临不同的约束。

1.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及其失灵

托达罗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受到推拉两个方面的力量影响，当城市工资水平所形成的

拉力超过农业收益形成的拉力时，劳动力就会向城市进行迁移[20]，这一过程将持续直至城乡收入差距

被抹平。劳动力非农转移所导致的农地关系松动将使得农地在农户之间的自由流动并重新配置，具

有务农比较优势的农户不断转入农地，直到劳动力务农的边际收益与务工的边际报酬持平。按照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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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模型，在城乡劳动力报酬达到均衡之前，农地撂荒的现象不会大规模存在。与之对应，农地撂荒

的治理问题在本质上就表现为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问题[6]。然而，《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22年农民

年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8449.2元，而经营性收入 6971.5元，经营性收入仅为工资性收入的 80%，但是农

地撂荒却有不断加剧的趋势[3]。参照前述的理论逻辑，可以认为中国农村的要素市场发育出现了不

均衡现象，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则表现为农地流转的市场偏差，从而治理农地撂荒的关键是促进农地

流转的市场发育。一般来说，市场要素配置的边际持平法则成立的前提在于市场的有效性，其内涵

包括交易对象非依赖性，信息完全性以及流动充分性等等。问题是，农地流转市场并不是一般意义

上的市场。

第一，就交易对象而言，通常情况下，根据交易是否存在对象依赖，可以将交易分为人格化交易

以及非人格化交易，前者对交易对象具有深刻的依赖性，而后者则主要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反应。

人格化交易广泛存在于熟人社会中，随着交易半径的扩大，会产生高昂的交易费用。农村土地经营

权流转市场内嵌于农村社会，并非简单的要素市场，是集亲缘、血缘和地缘于一体的特殊市场[21]，因

此，在农地流转中，农户总是倾向于以极低甚至是零租金的形式，将条件更好的农地流转给亲戚邻

居[22]。这就导致农地流转市场中进行非人格化交易的农地质量相对较差，降低需求方的转入动力。

第二，就信息完全性而言，农地流转市场交易双方对于农地所持有的信息存在不对称。农地供

给方对于农地通常具有后验信息，这是需求方所缺乏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将面临

“柠檬市场”困局，即需求者倾向于压低价格，而供给者选择退出市场。只有对于农地具有充足信息

的主体才可能达成经营权的交易。通常情况下，区位相同的农地，其质量也比较相近，所以，需求方

更愿意租入与自己相邻的农地，而这将间接导致农地流转的半径被大幅度压缩。即“柠檬市场”困境

的存在压缩了农地市场的交易半径。

第三，只有在要素或商品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市场的信号才能够将资源配置到对其具有最

高评价的地方，是市场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先决条件之一。不同于一般的要素以及商品，农地具有严

格的地理锁定特征，或者说，农地是不可流动的。作为农地需求方，通过转入农地形成连片经营，是

其更为有效获得规模经济性的必要前提[12]。农地的不可流动性决定了其只有在转入相邻地块时，才

能获得经营的规模经济性，从而形成严格的交易地理依赖性。这将导致两个后果，其一，强化了相邻

地块的垄断地位，从而提高了转入农地的成本。其二，农户农地的分散性决定了需求方实现连片经

营要和多个农户进行交易，这也大幅度提高其进行规模经营的交易费用。

可见，在理论层面上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是解决农地撂荒并提高农地配置效率的重要手段，但

是农地市场的特殊性决定农地流转在非对象化交易中可能存在失灵的情况，因此，农地流转市场并

不必然能够缓解农地撂荒的发生。

2.农业社会化市场发育及其组织化经营前提

农业机械的利用，是弥补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重要方式，但小农户购买农业机械面临两大主约束。

其一是流动性约束。Qiu等指出，农业机械投资高昂的费用将会使得农业机械投资对于小农户而言

变得无利可图[23]；Ji等认为，农业机械化不足主要原因在于农户的信贷约束[24]。其二是经营规模约束。

在中国，农户平均的农地经营面积只有 0.52公顷，是欧洲的 1/40，美国的 1/400。对于小农而言，进行

农业机械投资的成本无疑是高昂的，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必要条件[25‐26]。事实

上，农地细碎化是阻碍农户提高机械化水平的重要因素[27]。Otsuka认为，要实现农业机械化，亚洲现

有的农业经营规模至少要提高到3公顷[28]。

部分研究指出，对农业机械的直接投资并不是农户采用农业机械的唯一方式，在流动性刚性[24]和

小规模经营[27]双重约束下，小农户更可能租赁农业机械或者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而不是直接投资农

业机械[8,23]。推动外包服务市场治理撂荒成为了部分学者倡导的可能性路径[10‐11]。实际上，农业社会

化服务的出现，使得农业机械所有者和农地经营者出现分离，突破单个农户所面临的规模不足问题，

能够将小农户卷入到社会化分工中去。不过，值得强调的是，社会化分工依赖于市场容量，而市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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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受到经营多主体性以及农地禀赋多样性所决定的种植品种多样性的影响。罗必良在农业社会化

服务市场的研究中指出，突破家庭经营的规模不经济性是农业实现劳动分工的关键，通过横向专业

化引导的连片种植拓宽纵向分工的市场容量，才能诱导多种社会化服务供给主体的进入[12]。由此，在

农地撂荒持续发生，农业经营规模不断萎缩的情况下，如何推动区域农业经营的组织化，拓展农业社

会化服务的市场容量，是利用服务外包市场治理农地撂荒的重要前提。

3.政府功能与市场的培育和修正

农地撂荒是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所引发农业劳动力刚性约束所导致的。市场自发秩序可

能通过两个途径治理农地撂荒，其一是通过农地流转市场，将闲置的农地流转到对其具有更高价值

评价的农户手上，但农地的特殊性决定了农地流转市场存在失灵的情况；其二是通过鼓励社会化服

务组织的发育，将小农户卷入社会分工的形式，改善劳动力不足的局面，但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育依

赖于种植经营规模化所形成的市场容量。就第一点而言，农地流转市场的失灵源自流转市场中的对

象依赖，信息不完全及位置不可变特征，究其根源在于农地禀赋的差异性。如果农地是同质的，或者

农地的禀赋条件相似，那么，和谁交易，交易哪块地块，本质上都没有任何区别，农地流转市场失灵的

现象自然消失。就第二点而言，组织化的规模种植依赖于农户的一致性行动，这不可能是农户自发

的结果，而需要集体进行组织和动员。但是，农民的种植决策受到农地禀赋的影响，种植多样性源于

农地禀赋的多样性[29]。种植品种与农地禀赋的匹配性，决定了在农地禀赋非同质的情况下，试图诱导

农户同一化种植将面临极大的动员成本及效率损失。

因此，在撂荒地的治理过程中，不仅需要依赖要素的流动与调整，更需要改善土地要素本身的禀

赋条件，减少农地禀赋之间的差异性。而以政府为主导的农田整治工程，不仅可以改善农地的分散

格局，形成土地连片经营。还可以通过土地平整、田间道路、灌溉设施等工程性措施改善农田基础设

施水平，降低土地禀赋的差异性。所以逻辑上，政府对于基础设施的改善是降低耕地土地禀赋差异，

助力种植规模化的重要措施，能够起到培育和修正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发挥市场和组织对农

地撂荒的治理效应。

综上能够推断，撂荒治理需要市场、组织和政府相互协调和共同作用。其中，政府的作用在于通

过农地整治，既可减缓农地禀赋的差异性，也可改善地块规模的经济性。组织的作用在于诱导同一

性种植，拓宽市场容量而诱导服务供给主体的进入。市场的作用在于将相对同质的农地配置到对其

具有最高评价的经营主体手上，或者，以外包服务的方式将部分生产环节交由更具有成本优势的服

务主体进行作业，进而实现农地撂荒的有效治理。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 2017−2019年对广东省阳山县农户家庭进行的追踪调查。选择阳

山县作为调查研究区域的原因在于：一是改革的典型性。2013年阳山县入选“全国农村综合改革示

范试点县”和“广东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县”，是对农地撂荒治理中“市场”“组

织”和“政府”各种功能进行观察的好窗口。二是地域的代表性。中国山区面积占到全国国土面积的

2/3，丘陵山区一直是中国农地撂荒的重点和难点。阳山位于广东省北部丘陵山区县，其经济发展水

平也与全国山区县域大体一致。因此，阳山样本具有一定的地域代表性。三是数据的可获性。本课

题组先后对阳山农户进行了为期 3年的跟踪调查。问卷数据包含了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地块特征以

及农田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的测度指标。其抽样过程如下：首先，在阳山县 12个镇 149个行政村中

随机抽取 80个行政村；其次，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在每个行政村中随机抽取 2个村民小组；最后，按照

收入水平，在每个村民小组中随机抽取 10 户农户。在剔除缺失样本之后，2017 年获得农户样本数

1368个，2018年追踪调查获得的农户样本数 1405个，2019年获得样本 1349个，共 4122个样本的农户

非平衡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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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地撂荒。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采用“是否撂荒”来表征

农户的农地撂荒情况[9,30]。其中，关于撂荒的变量设置源于问卷中的问项“您家的承包地是否被撂

荒？”，若回答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
（2）解释变量。根据上文理论框架，设置如下变量。①市场方面。重点关注两个市场，分别是农

地流转市场和农业服务外包市场。农地流转市场方面，设置农地转出变量，如果农户将农地转出，则

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外包服务市场方面，计算在整地、育秧、插秧、施肥、防治虫害和收获 6个环

节中，使用服务外包的环节数以衡量农户的服务外包市场利用程度。②组织方面。服务外包供给主

体的进入和当地的市场容量密切相关，市场容量的扩大能够有效诱导分工，并形成服务的规模经济

性，根据这一逻辑，本文使用各村户均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进行衡量，户均粮食播种面积越大，农户种

植行为越趋向于一致性，市场容量越大。③政府方面。政府主要负责公共产品的供给，本文从灌溉

设施投资、机耕路投资以及土地平整三大农田政策措施进行衡量。

（3）控制变量。本文主要控制农户特征和农地特征两方面变量。其中，农户特征控制男性占比、

党员占比、老一代农民占比、学生占比和家庭总收入；农地特征主要控制承包地面积和承包地块数两

个变量。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3.模型设置

（1）市场参与和农地撂荒。理论上，农户的撂荒行为会受到来自个体、家庭、社区等层面的可观

测因素和农户开展农业生产的初始能力、偏好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可观测因素可以

通过添加控制变量解决，而不可观测因素则需要借助面板数据加以处理。基于此，本文主要使用面

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具体估计方程如下：

Yit = α1 + β1Mit + θ1Xit + ϕi + λt + εit （1）
式（1）中：i表示农户，t表示时间。Y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 i个农户在 t时期内的撂荒行为；Mit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农户的流转市场参与（后文用Rit表示）和外包服务市场利用（后文用Outsourceit
表示）；Xit为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特征、承包地特征等变量；ϕi表示农户固定效应，主要用于控制农户

层面、村庄层面和宏观层面等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主要控制诸如宏

观经济形势和国家土地政策等随时间但不随个体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

（2）组织、政府与土地流转市场效应。根据理论分析，农地流转市场对于农地撂荒的影响随着农

地质量改善而发生变化，因此构建如下模型实证分析“组织”和“政府”功能对农地流转市场对撂荒的

治理效应：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N=4122
变量

农地撂荒

农地转出

农业外包服务

灌溉设施

机耕路

土地平整

户均播种面积

男性占比

党员占比

老一代农民占比

学生占比

家庭总收入

承包地面积

承包地块数

变量定义/单位

存在撂荒=1；否则=0
转出农地=1；否则=0
雇佣外包服务环节数

村庄开展灌溉设施投资=1；否则=0
村庄开展机耕路修建=1；否则=0
村庄开展土地平整=1；否则=0

户均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男性成员占家庭人口比例

党员成员占家庭人口比例

1980年及之前出生的成员占比

学生人数占家庭人口比例

万元

农户承包地面积/亩
农户承包地块数

均值

0.262
0.188
0.412
0.293
0.270
0.098
2.695
0.543
0.052
0.471
0.122
9.443
4.383

11.140

标准差

0.440
0.391
0.680
0.455
0.444
0.297
1.810
0.179
0.118
0.223
0.157

13.347
7.450

1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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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 = α2 + β2Rit + κ21Rit ×Git + κ22Rit ×Oit +ϖ21Git +ϖ22Oit + θ2Xit + ϕi + λt + εit （2）
式（2）中,Rit是农地转出；Git用于衡量政府功能，即农户 i所在村庄在 t期是否具有灌溉设施投

资，机耕路投资或土地平整等措施；Oit是组织化种植，用户均播种面积进行衡量；Rit ×Git和Rit ×Oit

分别代表在不同的政府功能和组织化程度下，农地流转市场对于农地撂荒的影响。其他符号含义和

前文相同，如果 κ21 以及 κ22 显著为负，则意味着，政府功能或者组织化程度的加深能够强化农地流转

市场对于农地撂荒的治理作用。

（3）组织、政府与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服务外包市场的发育得益于市场容量的扩大，市场容量

又和种植作物的组织化以及农地禀赋的改善密切相关，在水稻种植区，后者又集中地体现在政府对

农田基础设施的改善，因此，本文设置如下模型讨论“组织”和“政府”在外包服务市场发育中的作用。

Outsourceit = α3 + β31Oit + β32Git + θ3Xit + ϕi + λt + εit （3）
其中，Outsourceit代表农户的服务外包市场参与程度。如果 β31 或 β32 显著为正，则说明组织化种

植或者农田基础设施改善能够有效地诱导服务外包市场的发育。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1.市场发育与农地撂荒治理

表 2 报告了两大市场对农地撂荒概率的影响，其中，模型 1 单独讨论农地转出对农地撂荒的影

响，模型 2单独讨论外包服务市场参与对农地撂荒的影响。模型 3则是同时将农地转出和农业外包

服务放在模型中。结果显示，农地转出对于农地撂荒的影响系数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可

见，农地流转市场并不能独立地有效降低农地撂荒发生的概率，这和仇童伟的结论类似[7]。农业外包

服务系数为负，且在 1%或 5%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相对于农地流转市场，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

在治理农地撂荒方面能够起到更好的作用。

其他变量方面，农地面积越大，农地撂荒的概率越高，这和洪炜杰的研究结论类似，即随着农村

劳动力转移的发生，农地面积的扩大使得农业经营更多地面临劳动力的刚性约束，撂荒发生的概率

提高[13]。承包地块数越多，则农地撂荒发生的概率越高，这与罗必良等的研究结论一致[31]。实际上，

由于农地的不可移动性，农地块数的增加一方面无疑会增加农户务农的操作成本以及流转的交易费

用，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农户连片种植的可能性，因此，地块数越多，则农户发生农地撂荒的概率越高。

2.组织、政府与土地流转的撂荒治理效应

农地转出难以对农地撂荒形成显著的缓解作用，究其原因在于农地质量的差异性，因此，改善农

表2　市场发育如何影响农地撂荒发生率 N=4122

变量

农地转出

农业外包服务

男性占比

党员占比

老一代农民占比

学生占比

家庭总收入（ln）
承包地面积（ln）
承包地块数（ln）
农户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截距项

R2

农地撂荒

模型1
0.011(0.023)

-0.034(0.080)
0.030(0.117)
0.006(0.082)
0.005(0.084)

-0.000(0.006)
0.062***(0.018)
0.045***(0.017)

控制

控制

0.109(0.094)
0.428

模型2

-0.038***(0.014)
-0.035(0.078)

0.032(0.116)
0.005(0.082)
0.010(0.084)
0.001(0.006)

0.062***(0.017)
0.046***(0.017)

控制

控制

0.115(0.094)
0.430

模型3
0.005(0.024)

-0.037**(0.015)
-0.035(0.078)

0.031(0.116)
0.006(0.082)
0.010(0.084)
0.001(0.006)

0.062***(0.017)
0.046***(0.017)

控制

控制

0.115(0.094)
0.430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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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质量差异，应当有助于强化流转市场对于农地撂荒的治理作用。本文讨论灌溉设施投资、机耕

路建设以及土地平整三种改善农地质量的措施所起到的作用，见表3。模型1中农地转出和灌溉设施

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灌溉设施改善的情况下，如果农户将农地转出，则

能够显著降低农地撂荒的发生率。模型 2和模型 3中，机耕路投资和土地平整与农地转出的交互项

系数都不显著。由此，说明改善灌溉设施对于缓解农地质量差异，发挥农地流转市场的农地撂荒治

理作用是最重要的。

为了对比“组织”和“政府”的功能性差异，进一步在模型 4中加入农地转出和户均播种面积的交

互项，结果显示，该交互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这意味着“组织化”在农地流转市场功能发挥方面并不重

要；户均播种面积的一次项系数为负，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即使农户不进行农地流转，但随

着连片种植的规模越大，农户的农地撂荒概率也会越低。可见，市场容量的扩大能够诱导服务外包

市场的形成，从而降低农地撂荒发生的可能性。

3.种植组织化、政府治理与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

农业服务外包市场的发育能够显著降低农地撂荒的发生率，是治理农地撂荒的重要手段。但是，

农业服务外包市场的发育与市场容量密切相关，而后者又取决于种植的规模化和组织化。因此，表4模

型1讨论户均粮食播种面积对于农户采用外包服务市场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户均播种面积的系数显

著为正，说明随着村庄户均播种面积的变大，农户采用农业外包服务的程度越高，即组织化种植所拓展

的市场容量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户采用服务外包的概率。不过，考虑到要进行组织化的种植，必须降低

农地禀赋的差异性，因此，进一步讨论由政府主导的灌溉设施改良、机耕路修建以及土地平整如何影响

农业外包服务的采纳程度，结果如模型2、模型3和模型4所示，灌溉设施、机耕路和土地平整的系数都

显著为正。不过，考虑到这几个变量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5将户均播种面积、灌溉设施、机

耕路和土地平整放到同一个模型中，发现灌溉措施、机耕路和土地平整的系数都有所下降，且除了灌溉

措施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机耕路和土地平整的系数都变得不显著，说明从统计学意义上，灌溉设施的

改善才是提高农户外包服务采纳程度最重要的措施。实际上，对于南方地区，灌溉条件是影响农户是

否种植粮食作物最重要的因素，灌溉设施的改善能够诱导农户更多地种植粮食作物，进而拓展外包服

务的市场需求容量，而市场需求容量才是服务外包市场发育的最重要的因素[12]。模型5中，户均播种面

积的系数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和模型1接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拓展市场容量是将

农户卷入到由外包服务市场所代表的社会分工中的关键因素。政府的功能更多的是通过减少农地禀

赋差异性，诱导农户组织化种植，进而培育农业服务外包市场的形成。

表3　组织化、政府治理与流转市场效应的发挥 N=4122

变量

农地转出

灌溉设施

农地转出×灌溉设施

机耕路

农地转出×机耕路

土地平整

农地转出×土地平整

户均播种面积（ln）
农地转出×户均播种面积（ln）
控制变量

农户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截距项

R2

农地撂荒

模型1
0.041(0.029)
0.031(0.021)

-0.090**(0.045)

控制

控制

控制

0.103(0.094)
0.429

模型2
-0.001(0.028)

0.016(0.023)
0.037(0.045)

控制

控制

控制

0.111(0.094)
0.429

模型3
0.010(0.025)

-0.034(0.031)
0.006(0.060)

控制

控制

控制

0.110(0.094)
0.429

模型4
0.022(0.038)

-0.040*(0.022)
-0.018(0.037)

控制

控制

控制

0.142(0.095)
0.429

模型5
0.032(0.042)
0.032(0.022)

-0.115**(0.048)
0.014(0.023)
0.072(0.051)

-0.042(0.031)
0.009(0.064)

-0.040*(0.022)
-0.011(0.037)

控制

控制

控制

0.140(0.096)
0.431

注：（ln）代表该变量取自然对数，表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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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生性讨论

本文可能面临遗漏重要变量和互为因果两类内生性问题。对于前者，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处理，考虑到本文采用的数据在时间跨度上较短，大部分变量可能尚未发生变化，或者变化的

程度较小，所以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能够较好地减少由遗漏重要变量所引起内生性的影响。对于

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参考Zhen的做法[2]，本文利用农地转出和外包服务市场的滞后项进行回归，

尽可能地降低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 5所示。模型 1和模型 2都显示，农地转出并不能降

低农地撂荒，而农业外包服务的采纳则能够降低农地撂荒的发生率，该结果和表 2的结论是一致的。

模型 3显示，农地转出滞后项和灌溉设施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而其他变量，包括机耕路，土地平整

和户均播种面积和农地转出（滞后项）的交互项系数都不显著，该结论和表3模型5是一致的。

四、结论与讨论

农地撂荒的治理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构建“市场−组织−政府”的农地撂

荒治理策略的分析线索，并利用广东省阳山县 2017−2019年的农户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第一，农地流转市场并不能独立地有效降低农地撂荒的发生率，而农业外包服务市场能够

显著降低农地撂荒的发生率；第二，通过增加对灌溉设施的投资，能够强化农地流转市场对农地撂荒

的治理效应；第三，灌溉设施的改善以及农业经营的组织化都能够诱导农业服务外包市场的发育，并

有效缓解农地撂荒。其中，农业经营的组织化尤为重要。

表5　组织化、政府治理与服务外包市场的发育 N=2637

变量

农地转出滞后项

农业外包服务滞后项

灌溉设施

农地转出滞后项×灌溉设施

机耕路

农地转出滞后项×机耕路

土地平整

农地转出滞后项×土地平整

户均播种面积

农地转出滞后项×户均播种面积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区域固定效应水平

截距项

R2

农地撂荒

模型1
0.032(0.023)

-0.033**(0.014)

控制

控制

镇

0.188*(0.100)
0.179

模型2
0.049**(0.023)

-0.033**(0.014)

控制

控制

村

0.196**(0.099)
0.227

模型3
0.119***(0.042)

0.030(0.024)
-0.138**(0.057)

0.020(0.026)
-0.014(0.059)
-0.059*(0.031)

0.095(0.072)
-0.021(0.026)
-0.045(0.035)

控制

控制

村

0.199*(0.102)
0.229

表4　种植组织化、政府治理对服务外包市场发育的影响 N=4122

变量

户均播种面积(ln)
灌溉设施

机耕路

土地平整

控制变量

农户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截距项

R2

农业外包服务

模型1
0.080***(0.022)

控制

控制

控制

0.086(0.132)
0.568

模型2

0.071***(0.026)

控制

控制

控制

0.157(0.131)
0.568

模型3

0.057**(0.029)

控制

控制

控制

0.151(0.131)
0.568

模型4

0.085*(0.044)
控制

控制

控制

0.150(0.132)
0.568

模型5
0.079***(0.022)
0.061**(0.027)
0.030(0.029)
0.051(0.045)

控制

控制

控制

0.088(0.132)
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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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市场的自发秩序能够将要素配置到对其具有最高价值评价的地方，是提高要素配置

效率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但是不同行业，不同要素的特殊性决定了市场发育的程度及其作用逻辑可

能是不同的。由此，发挥政府和组织的功能，培育市场的形成以及找到市场失灵的纠偏手段，是发挥

市场要素配置能力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或者分裂的，相

反，两者是互补和协同的。“科斯第三定理”强调，当存在交易费用时，通过重新分配已界定权利所实

现的福利改善，可能优于通过交易实现的福利改善。本文认为，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政府并不

必然需要直接参与资源的调控和分配，通过基础性的资源改善同样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而提高市场的

配置效率。即，“有为政府”的功能在于建设和完善“有效市场”和“有能组织”，进而通过发挥市场和

组织的功能而实现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改善。由此，得出3个方面的政策含义：

（1）对于解决同一资源的配置问题，不同市场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农地撂荒的治理中，相对

于农地流转市场，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所起到的作用更加显著，由此，大力鼓励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

的发育是重要的。（2）农地质量的差异性是造成农地流转市场不同于一般要素市场，进而导致农地流

转市场在农地撂荒治理中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增加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灌溉设施的投

资，降低农地禀赋的差异性，是发挥农地流转市场撂荒治理效应的重要迂回干预方式。（3）农业社会

化服务市场的形成依赖于市场容量的拓展，通过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户农业经营的组织化

及其连片种植，是发挥社会化服务市场农地治理效应的关键。因此，农地撂荒的有效治理需要发挥

市场、组织和政府各自的功能，应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组织”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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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for Farmland Abandonment Governance：An Analysis 
Based on a “Market−Organization−Government” Framework

HONG Weijie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based on “market-organization-government” approach，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using unbalanced panel data from farmers in Yangshan County，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7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rket-oriented farmland transfer alone does not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farmland abandonment，while agricultural outsourcing services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Government-supported investments in irrigation facilities can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the farmland transfer market on farmland abandonment. Specifically，villages that 
have implemented irrigation facility investments experience a better alleviation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through land transfer compared to villages without such investments.Improvements in irrigation facilities 
an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can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service outsourcing 
market，increasing the likelihood of farmers purchasing outsourcing services with the role of organiza‐
tional management being particularly crucial.The paper concludes by discussing the roles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and markets in addressing farmland abandonment，suggesting that government does not 
need to regulate and allocate resources directly；rather，the key lies in effectively building a solid founda‐
tion in the market.

Key words  farmland abandonment； land transfer；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s； government func‐
tions；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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